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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一N卜B 00KE RV一EW[主持人语】 自大业元年 (公元 0 6 5年 )隋场帝设进士科
,

到 19 05 年清政府废科举
,

一

千三百年间
,

虽历经多次存废之争
,

科 目屡有变动
,

但科举一直是选拔官员的主要制度途

径
。

近代以来对科举的批评
,

主要集中于其考试内容
,

即仅局限于孺家经学和文史辞章
,

因

而不利于实学或科学的发展
。

但这种指责忽略了科举是一种考试取士制度
,

而不是一种教

育和学术制度
。

它有利于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以及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延续
,

每隔一段时间

便将一批通过层层考试而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充实到官僚阶层中去
,

在等级制社会里维

持着一个重要领域的社会公正
。

科举的历史局限在于它是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惟一渠道
,

因此将一种本来的考试取

士制度延伸为一种教育制度
,

即考试 内容决定了教育的内容
,

这就使教育成了科举考试的

准备
,

不利于各种其他人才的培养
。

或许
,

关健不在于废除科举
,

而在于增加社会阶层纵向

流动的渠道
,

使人们能够通过别的方 式
,

而 不仅是
“

做官
”

的方式
,

来获取社会声望和社会

成功
。

科举至少造就了一个无论从个人德行还是从文化素质上都相对优秀的管理阶层
,

个

人不足通过他的血统
、

财富或社会关系而是通过他个人的文史才能而获得首次升迁
。

而废

科举则大大增加了管理阶层产生和人员构成的随意性
,

但另一方面
,

又拓宽了社会阶层纵

向流动的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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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攻读学位时
,

就抱着学习的心态阅读

过阎步克先生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以下简称

《史稿》)
,

当时很受启发
。

后来虽然相关的研究论

著越来越多
,

迄今我在指导自己的学生读书时
,

还总是要向他们推荐这本学习汉魏六朝历史必

须阅读的重要史学著作
。

《史稿》分
“

两汉时期
” 、 “

曹魏时期
” 、 “
两晋

时期
” 、 “

南朝时期
” 、 “
北朝时期

”

五个部分
,

共十

五章
。

在此书出版以前
,

涉及察举制度的研究论

著己有不少
,

但作为一部与众不同的
、

有生命力

的学术著作
,

该书并不是对察举制度的全过程

作面面俱到的描述
,

其学术性首先体现在对于

察举制度的许多细部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探讨
,

使这一制度的发展过程得以更清晰地呈现在读

者面前
。

察举制度用今天的话讲
,

就是人才推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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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如《史稿》所论
,

这一制度在先秦典籍中即有

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料
。

孔子于世卿世禄制崩坏

的时代
,

将重建理想社会秩序的希望
,

寄托于
“

修己以敬
” 、 “

修己以安人
” 、 “

修己以安百姓
”

的
“

君子
” ,

所谓
“

为政在人
,

取人以身
,

修身以道
,

修道 以仁
” ;随后墨家学派高举

“

尚贤
”

的旗号
,

“

圣王之为政
,

列德而尚贤
,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
,

有能则举之
。

高予之爵
,

重予之禄
,

任之以事
,

断

之以令
” 。

而将推举贤才为政的理想大规模地推

行于现实政治
,

形成一种制度
,

则是汉武帝崇尚

儒术以后的事情
。

在作者看来
,

辨别一种制度是全新的东西

还是旧的一些做法量变的结果
,

必须分析设置

理念的异同
。

汉武帝时的贤良对策
,

及元光元年

(公元前 134 年 )开始
,

各郡岁察孝廉二人
,

作为

常规性的选官制度
,

是察举制度正式出现的标

志
。

但常规性选官并非孝廉察举的独有特征
,

此

前秦汉时期官吏晋升中使用过的一些方法
,

如
“

案举
” “

文无害
”

的吏员
,

仅从常规性选官着眼
,

与察举制度并无太大的区别
。

察举作为制度的

独特性
,

在于儒生参政与
“

为政 以德
”

政治理念

的实际运用
,

贤良
、

孝廉设科名 目上体现出的
“

进

贤
”

意图
,

以及举荐形式上的
“

贡士
”

色彩
,

使察

举制度从根本上有别于先前的官吏举荐方法
,

充分体现 了
“

儒家的为政以德
、

教民以德
,

以及

由格守德义的君子贤人任官以
`

轨德立化
’

的思

想
,

体现了一种在选官上
`

以德取人
’

的原则
’ ,

llo]
“

汉廷政治方针的变化和知识群体的参政
,

才导

致了贤良对策与孝廉察举的出现
,

由此
, `

进贤
’ 、

`

贡士
’

成了汉代察举的典型形态
, `

科目
’

取士

之法也因之获得了制度化的形式
。 ” 冈作者同时

指出
,

察举虽然是一种全新理念指导下进行的

制度设计
,

但并不意味着
“

以德取人
”

便成了此

后汉代选官惟一的因素
,

甚至也不是惟一制约

察举选官的因素
。

秦汉帝国的制度原型毕竟是

按法家思想构建起来的
,

早期颇有影响的
“

文无

害
”

真实意义是
“

文法无比
” ,

体现的是格守法令

的
“

吏道
” ,

孝廉之
“

廉
”

同时也是行政文官亦即

汉代文法之吏奉行的职业操守
,

甚至汉武帝时

重用的酷吏亦多以
“

廉
”

著称
。

孝廉一科既是汉

廷崇尚儒家德教的结果
,

亦体现了汉代
“

霸王道

杂之
”

的政治特征
。

汉代举士任官即使是孝廉常

科
,

也绝非全持德行的标准
。

为了强化这一观点的说服力
,

澄清学界对

察举制度一些不准确的认识
,

作者对汉代察举

制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辨
。

关

于孝廉察举的具体标准
,

《续汉书
·

百官志》注引

《汉官仪》引东汉光武帝诏
,

有
“

承相故事
,

四科

取士
”

的具体标准
,

并强调
: “

自今以后
,

审四科

辟召
。

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
、

尤异
、

孝廉之吏
,

务

尽核实
,

选择英俊
、

贤行
、

廉洁
、

平端于县 邑
,

务

授试以职
” 。

所言
“
四科

” ,

即
“

一曰德行高妙
,

志

节清白 ; 二 曰学通行修
,

经中博士 ;三 曰明达法

令
,

足 以决疑
,

能按章覆问
,

文中御史 ; 四曰刚毅

多略
,

遭事不惑
,

明足以决
,

才任三辅令
” 。

一般

认为这就是孝廉察举时所持的标准
。

《史稿》证

实
,

所谓垂相
“

四科取士
” ,

起源于汉武帝时期承

相府属的辟召标准
,

即便经光武帝再次强调
,

东

汉时其行用范围亦限于三公辟召府属
,

作为汉

帝国最高机构或者名义上的最高机构
,

其属吏

进用标准确实强烈影响了察举
,

但又绝非一事
。

光武帝诏书首揭承相
“

四科
” ,

后又论及茂才
、

孝

廉
,

使人误以为察举标准亦持
“

四科
” ,

但诏书中

的
“

及
”

字业己证实察举别有标准
。

《史稿》对于

汉代作为官吏晋升途径的
“

察廉
” 、 “

举廉吏
” ,

及

作为举士的
“

孝廉
”

之间的差异
,

作了极为深入

的考订
,

纠正了相关研究论著中的对此问题不

正确的看法
。

对于察举标准的讨论
,

无疑是《史稿》汉代

部分最主要的内容
。

作者分别考述了东汉察举

制度中
“

授试以职
” 、 “
以能取人

”
的价值取向

,

详

细分析了东汉顺帝时实行的考试办法即所谓
“
阳嘉新制

”

的意义
。

在《史稿》作者看来
,

汉朝吏

员晋升标准与察举标准分为二途
,

又相互强烈

渗闪一A闺国园00国VNù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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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体现了法家行政理念与儒家尚德观念在

举士选官实践中的冲突与交融
,

儒生与文吏由

西汉时的强烈冲突变为东汉时的融合
,

最终促

成了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

秦汉及后来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
,

用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这一概念来概括大体不错
,

尽管

在不同朝代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强度不尽相

同
,

但毫无疑问都得利用一整套制度以及一大

批维系制度运作的官吏
。

通过对官僚政治的运

作各层面的剖析
,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握住秦

汉以后传统中国历史运动的脉络
,

这正是制度

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

当代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

论著
,

往往过多强调古代政权的阶级属性
,

将制

度变迁仅仅视为权力争夺或利益分配的结果
。

《史稿》作者充分重视统治阶级利用官位谋取权

力
、

财富
、

地位与威望这一问题的同时
,

引入
“
理

性行政
”

这一现代政治学的概念
,

用以分析促成

秦汉以及魏晋南北朝察举制度变迁的因素
。

正

是
“

理性行政
”

因素
,

或者说正是
“

分科分层的
、

专业化的
、

规范化的
、

运用合理技术并严格遵循

法典法规的官僚科层式行政组织
” l3] ,

成为秦汉

帝国在当时信息交通与社会经济状况下成立的

关键
。

那么
,

为了维系帝国的需要
,

以德而进的

秀才
、

孝廉们
,

必然得适应这种制度的需要
,

至

少要在制度的规范下培育出相应的行政能力
,

这应是促成汉代察举标准变迁中
“

授试以职
” 、

“
以能取人

”

乃至文化考试出现的主要因素
。

之

所以如此
,

察举制度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设科举

士制度
,

被察举者并非通过差额选拔获得步入

仕途的资格
,

被察举就意味着任官
,

各种吏员考

核晋升的方式自然也会对他们起作用
。

“

理性行政
”

当然也会促使统治者一定程度

上遏止本阶层对于政治经济特权的过度贪欲
,

汉代的
“

任子
”

制度
,

亦即中高级官员子弟可 以

被保举任官的制度
,

就是对统治阶级特权的保

障
,

而察举制度无疑属于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开放政权的举措
。

如《史稿》所论
,

按择优原则建

立的察举制度广泛实施之后
,

布衣平民进入官

僚队伍甚至于跻身朝廷公卿
,

得到制度化的保

证
,

尽管官僚子弟亦可借助察举入仕
,

甚至在所

有被察举的人中占有更高的比例
,

但他们亦不

得不依照察举的标准
,

具备相应的知识
,

而不能

仅凭其作为权贵子弟的身份
。

作者还通过举孝

廉为郎与
“

任子
”

为郎在东汉时具体授官时的制

度规定与相应史实
,

指出前者受到重视
,

后者地

位明显低于前者
,

表现的是
“

择优制对特权因

素
、

封建因素的抑制
” 阁。

至于官僚子弟在被察举

者中占多数
,

甚至在后来的自由投考的科举制

下
,

官僚子弟考中率亦远高于布衣平民
,

并不是

特权世袭的体现
。

因为官僚贵族子弟一般总是

具有较平民更多的教育机会与入仕机会
,

如果

他们主要是依靠个人才能
,

通过察举或科举
,

公

正地获得入仕的机会
,

仍不能视作特权世袭
。

至

于古代社会何 以能从制度上抑制特权的过度膨

胀
,

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专制主义皇权需要给官

僚子弟一定的特权
,

但
“

官僚子弟入仕特权的过

分发展
,

既可能导致官僚的贵族化
,

从而威胁了

专制皇权的权威
,

同时也将因理性行政的破坏
,

而损害官僚帝国的基础
”

气

追求真实
、

重现过去
,

可以说是历史研究者

的金科玉律
,

但研究者能够依靠的材料却是历

史过程中反复筛选而留下的
,

或许历史的真实性

永远只能是一个理想
。

作为研究者
,

笔者宁愿将

自己看成是摸象的盲人
,

所谓
“

真实
”

便是准确

地叙述 自己摸到的那一部分
,

同时愿意从不同的

角度去感受自己的对象
,

作出的描述便更为可靠
。

正因为这种看法
,

于是我坚信《史稿》对于汉代

察举这种建立在准确史实基础上的理性的
、

多

角度的分析方法
,

不仅有益于对察举制度的理

解
.

亦有助于准确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性
。

书
公平

一个相对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
,

既要促成

社会上下层合理的流动
,

特别是要充分吸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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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参政热情 ;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全国各

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

从而有助

于维持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

察举制度产生于汉

武帝时期
,

很难说是因为其时儒生己经成为政

治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

更有可能是针对汉初数

十年和平发展过程中各地涌现出来的豪强
。

此

前虽有纳粟授爵等等措施
,

但汉政权并没有向

他们提供一个正常的参政途径
,

他们
“

设财役

贫
” 、 “

武断乡曲
” ,

既是秦汉帝国得以形成的底

层社会结构的破坏因素
,

又是国家法令进入社

会底层的阻碍力量
。

汉武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
,

固然采取了徙豪
、

任用酷吏加以诛杀等强硬措

施
,

但真正长期起作用并改变汉帝国性格的
,

个

人以为还是察举制度的实施
。

察举制度与其说

给平民提供了一个入仕的途径
,

不如说是给这

批
“

先富起来的人
”

提供了参政的可能性
。

孝廉

察举 以德举人
,

而这种
“

德
”

必须表现为外在行

为
,

并得到乡里的认同
,

有财者在国家政策的引

导下
,

自然更有条件周济乡里
,

获得好评
。

被察

举而任官需要文化知识
,

这种文化知识尽管是

以不多的儒家经典作为基础
,

但在当时图书难

得
、

文化人稀少的情况下
,

真正能够接受文化教

育的还是这些社会上富有的中产阶级
。

史学研

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认识
:
西汉时代兴起的

豪强大族中的一部分
,

通过儒学教育而知识化
,

并通过进入各级官僚队伍而官僚化
,

支撑东汉

政权的世家大族
,

就是部分豪强儒学化
、

官僚化

的结果
。

察举制度无疑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

因素
。

《史稿》论述的东汉选官危机中的
“

以族取

人
”

现象
,

与汉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应有很大的关

系
。

尽管有
“
理性行政

”

的诉求
,

公正的标准仍可

能产生不公正的结果
,

社会经济状况是一个不

可忽视的因素
。

在我看来
,

汉代孝廉察举员额分配的变化
,

充分体现了人才选拔公正性的要求
,

《史稿》未

深入讨论
,

不妨在此试加申述
。

察举制最初规定

各郡国岁举二人
,

但郡国行政区大小不一 加上

两汉时代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

一些

内郡经济发达
、

人口众多
、

文化教育昌盛
,

而一

些边郡人口越来越少
。

据顺帝永和五年的人口

记录
,

南阳郡 243 万 口
、

汝南 2 10 万口
,

而凉州人

口最多的陇西郡只有 13 万 口
,

其余多数只有两

三万口
,

并
、

幽二州情形与之相似
。

同样是内郡
,

口数差别也很大
,

如与南阳同属荆州的江夏郡

只有26 万口
,

差不多是南阳郡的十分之一
。

按行

政区平均分配名额的做法在变化的形势面前
,

己极不合理
。

《后汉书
·

丁鸿传》 : “

时大郡 口五六

十万举孝廉二人
,

小郡 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

举二人
,

帝以为不均
,

下公卿会议
。

鸿与司空刘

方上言
: `

凡 口率之科
,

宜有阶品
,

蛮夷错杂
,

不

得为数
。

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
,

四

十万二人
,

六十万三人
,

八十万四人
,

百万五人
,

百二十万六人
。

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
,

不满十万

三岁一人
。 ’

帝从之
。 ”

据传
,

此事发生在和帝永

元四五年间
。

同书《和帝纪》永元十三年诏 : “

幽
、

并
、

凉州户口率少
,

边役众剧
,

束修良吏
,

进仕路

狭
。

抚接夷狄
,

以人为本
。

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

上岁举孝廉一人
,

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
,

五万以

下三岁举一人
。 ”

永元十三年诏书显然是对永元

四五年孝廉察举
“ 口率之科

”

之
“

阶品
”

作出的合

理调整
,

主要是将以前的
“

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

的标准降为
“
五万以下

” ,

三州五万至十万 口郡

的由
“

三岁举一人
”

调整为
“
二岁举一人

” 。

北方
、

西北及东北边郡
,

尽管人口少
、

经济不发达
,

但

面临周边民族内进的严重压力
,

这些地区局势

的稳定关系到国家安危
,

永元四五年的定制固

然有其合理性
,

但毕竟使边郡之人顿感失落
,

适

当加以调整
,

有利于边地的安定
,

增强边地对于

国家的向心力
。

可以说
,

汉代四百年的统治莫定

了中国统一的基础
,

或者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

统一观念
,

与通过察举将政权向各地区的人士

相对公正地开放
,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李因一A闺国吕00山

叹N一出曰

任何合理的制度在运作过程中也有可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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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完全不合理的结果
,

察举制度在东汉中后期
“
以族取人

”

的趋势
,

演变为魏晋时代的九品中

正制
。

九品中正制初始未必不是一个理想化的

选士设计
,

最终在西晋时却成了士族特权阶层

维系特权的手段
。

这种变化与汉代察举制度变

迁中的
“

理性行政
”

因素竟然有密不可分的关

系
。

《史稿》论述东汉察举制度趋于严密的种种

表现
,

首先讨论的就是
“

授试以职
” ,

即从光武帝

开始
,

各郡对察举为孝廉者
,

除特别突出的外
,

先得在本郡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
,

章帝
、

和帝时

诏令复加强调
,

桓帝时甚至规定
“

秩满百石
,

十

岁以上
,

有殊才异行
,

乃得参选
” 。

察举基本上是

等额推举人才
,

被推举者便是国家官吏
,

经过一

段试用
,

确有才行再被举荐
,

从理论上说不失为

一种好的设想
。

但行之一久
,

各郡推举时完全可

以在现任吏员的范围内举人
,

而不必考虑平民
。

前引和帝永和十三年诏书调整边郡孝廉岁举的

员额
,

理由是
“

边役众剧
,

束修良吏
,

进仕路狭
” ,

看来孝廉从现任
“
良吏

”

中推择己属正常的做

法
,

人才选拔实际上成了官吏晋升的台阶
。

众所

周知
,

汉代郡吏例由当地人士充任
,

东汉中后期

郡大吏基本上被各郡大族控制
,

在这种情形下

孝廉察举演变为
“

以族取人
” ,

孝廉一科变成少

部分人的特权
,

也就不足为奇了
。

笔者以为
,

正

是这种现象日益剧烈
,

随儒学教育展开而越来

越多的士人仕进之路受阻
,

才有高扬名节
、

重士

林交游举动
,

以此表明自己
“
德行尤异

” ,

无须试

职便可对扬汉廷
,

以此影响察举
,

形成
“

以名举

人
”

的现象
。

如《史稿》所说
, “

以名举人
”

之
“
名

”

重在德行修养
,

与察举初始的
“
以德举人

”

有内

在联系
。

但与其说它与
“
以族举人

”

同属于察举

制度的弊端
, “

损害了官僚行政体制的选官实

施
” 问 ,

不如说是与
“

以族举人
”

相抗衡的举士取

向
,

尽管这两种不同举士取向
,

在魏晋渐至合而

为一
,

成为士族政治的一个基础
。

《史稿》基本的研究理路己充分体现在汉代

部分的研究内容中
,

魏晋南北朝四个部分
,

结合

各时期各政权的政治特征
、

社会阶级结构
、

文化

面貌
,

分时段按政权对察举制度发生的种种变

化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透彻的分析
。

《史稿》以

前的研究者
,

对于汉代察举已有很深入的探讨
,

但鲜见对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察举制度作如此全

面的研究
,

甚至于论述魏晋南北朝的选官举士

官制度
,

只涉及九品中正制
。

我们不必过多引述

作者诸多翔实的考证与精彩的议论
,

只此足以

说明《史稿》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

《史稿》 中魏晋南北朝部分最为关注的问

题
,

是察举制度总体上衰落的时期
,

如何衍生出

科举制这一表面上与察举绝不相同的选士制

度
。

作者认为科举制不应简单地视之为
“

开科举

士
” ,

因为察举实际上就是分科举人
,

科举制与

察举制的主要区别在于
“

以文取人
” 、 “

自由投

考
” 、 “
差额录取

” 、 “

举士与锉选分离
” ,

进而在魏

晋南北朝察举制的变迁中寻求这些因素发展的

蛛丝马迹
,

便成了《史稿》的重点
。

在汉代部分的

叙述中
,

作者己通过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孝廉考

试经书
、

笺奏的考察
,

指出其
“

以文取人
”

的取

向
,

及其对于遏止举荐中的人事因素
、

对于加强

中央权力的积极意义
,

认为
“

阳嘉新制
”

业已
“

构

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 门。

三国魏明

帝时诏书申明
“

贡士以经学为先
” ,

汉代孝廉经

书
、

笺奏考试
,

即文化知识与吏能考试归于试经

一途
, “

这说明
,

在察举制度的发展过程之中
,

`

以文取人
’

的发展方向开始占据优势了
” 同。

察

举的地位经两晋的衰落
,

在南朝皇权伸张时得到

有限复兴
,

策试的普遍化则是更值得注意的现

象
。

南朝宋泰始三年规定秀才对五策
,

根据对策

内容分为上
、

中
、

下
、

落第
,

成为此后南朝常用之

制
。

作者通过南朝后期史实中名流考查聪慧幼

童经书记诵之功均以十为数
,

认定《通典
·

选举

四》 所记沈约于梁初论察举疏中
, “

秀才对五问

可称
,

孝廉答一策能过
”

之
“

一
”

为
“

十
”

之误
,

证

实南朝孝廉试经以口 问十事为常例
.

并进一步

书
公砰



考明秀才对策为笔试
,

孝廉试经则 口试
、

笔试兼

顾
。

这些考辨使察举在南朝制度化演进的情形更

加明晰
,

同时使作者关于南朝时
“ `

以文取人
’

的

原则不断强化
’ ,网的观点有了坚实的史实支撑

。

如果说南朝察举的复兴是因为上升的皇权

借此收罗寒人
,

压抑门阀
,

十六国北朝察举制度

的行用则表现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笼络汉族人士

的努力
,

在北朝后期同样具有冲破门第选举的意

义
。

北朝不仅对察举者进行比南朝更为隆重的

策试
,

北朝后期
,

还出现了被举荐者因策试未过

而落选的情形
,

士人自由投考也较南朝史实更为

充分
,

这些都是科举制出现的前兆
。

作者认为
,

北

朝兴盛的学校教育
,

为科举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

作者指出
,

如果以自由投考而不是地方政府举

荐作为科举制成立的关键
,

则科举制成立于唐代
。

目巨

月口

《史稿》考察了从察举到科举漫长而复杂的

发展过程
,

寻绎其变迁轨迹及引起这些变迁的政

治
、

社会与文化因素
,

最后认定其研究的起点
,

即促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为
“

理性行政因素
” 、

“

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因素
” 、 “

知识群体因素
” 。

笔者总感觉这种分析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说
,

虽然丝丝入扣
,

但却缺少了对经济社会变迁的

观察
。

作者认为学校教育的展开是科举制度的

一个基础
,

但西魏北周官方学校教育最受重视
,

不仅察举不兴
,

自由投考更不见踪迹
,

作者所举

北朝后期察举制度中科举制萌芽相关史实
,

都

集中在东魏北齐境内
。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
。

自由投考固然是科举制的特征
,

但前提却

是社会上出现比官僚队伍庞大得多的知识人
,

既非官僚子弟
,

出身亦非名门望族
,

渴求以知识

跻身官僚队伍
。

在这种情况下
,

即便特权阶层以

制度加以阻挠
,

亦难长久维持
。

南北朝后期察举

中之所以出现社会底层的知识人自由投考的现

象
,

正因为社会底层出现了一批知识上足以与

特权阶层媲美的人
。

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

魏晋

南北朝纸张的行用
,

书籍增多而易得
,

市场上甚

至出现售书的场所
,

藏书数千上万卷者屡见史

载
,

知识的传播途径不再是汉代那样家传师授
,

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

《梁书
·

武帝纪》天监

八年五月壬午诏书强调
“

学以从政
” ,

并称
: “

其

有能通一经
、

始末无倦者
,

策实之后
,

选可量加

叙录
。

虽复牛监羊肆
,

寒品后门
,

并随才试吏
,

勿

有遗隔
” 。

《史稿》引此认为通一经者策实叙录之

制
, “

应包括自学者在内
” ,

自然是正确的判断
。

《北史
·

儒林传序》称北魏末至东魏北齐之时
,

官

方学校不立
,

至于逼遣备员
,

但社会上
“

横经受

业之侣
,

遍于乡邑 ;负贫从宦之徒
,

不远千里
。

入

间里之内
,

乞食为资
,

憩桑梓之阴
,

动逾十数
” 。

而具体人物传 中出于贫寒终成学业者不在少

数
,

他们与南方出于
“

牛监羊肆
”

者一样
,

因学习

而获得知识
,

进而寻求步入仕途的机会
。

获取知

识当然不是赤贫者的优势
,

但由于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
,

南北朝后期
,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

社

会下层个体的生产能力远比汉代民众要高
,

总

体上也比汉代富足
,

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度整体

上也更为强烈
,

加上获取知识的途径更为容易
,

社会底层知识人总量增加
,

自然会加速制度的

改变
。

东魏北齐察举至少就向
“

游学之徒
”

打开

了大门
,

至于是察举还是科举
,

对他们获得入仕

机会这一点来说
,

并无质的不同
。

作为制度史
,

《史稿》 的简洁行文令人印象

深刻
。

作者对于魏晋南北朝各政权见于史籍的

孝廉搜罗殆尽
,

往往以一个简明的表格
,

或以一

句话举出自己的统计数字说明问题
,

并不纠缠

具体人物被察举的过程
,

或者将所有孝廉的行

迹细大不捐地叙述一遍
。

作者在委曲制度变迁

轨迹的同时
,

其间充满智慧的思考
,

而非只是简

单罗列材料
,

或者只得出后代制度对前代有继

承有发展之类无待证明的结论
,

尤其值得制度

史研究者学习
。

当然
.

书中文字鲁鱼之讹还有不少
.

在笔者

渗田工A口叫酬00国叫N11一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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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作为晚辈而获赠的书稿中
,

作者已经一一

工整地修改过
,

可以认定这些错误是出版者的

问题
,

不知是否再版并加以改正
。

书中个别史实

亦有失查之处
。

如2 57 ~2 58 页
,

考证北魏秀才的

最早史例并非是严耕望先生所举文成帝时刘

善
、

郑羲二人
,

更举两例
,

后例引《魏书
·

崔逞传 》
“

三齐平… … (崔相如 )举冀州秀才
” ,

分析说
:

“

崔伟原仕南燕慕容德
,

4 10 年刘裕灭南燕
。

436

年太武帝灭北燕
,

齐地入魏… …故崔相如之举

秀才
,

时亦颇早
。 ”

事实上
“

三齐平
”

特指文成帝

之后
、

献文帝时攻占青
、

齐之事
,

与刘裕灭南燕

或太武帝灭北燕
,

均无关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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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鲁 竹 — 读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商衍要著
.

商志馥校注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 抖年版

抗战时期
,

百物腾贵
,

许多知识者不得不卖

字说文以贴补家用
,

闻一多先生治印被传为美

谈
。

商衍囊先生是时避居西蜀
,

也以砚田耕耘为

生
。

其字
“

天骨开张
,

姿态颖秀
” ,

在书界小有名

气
。

不过
,

人们更看重的恐怕还是他前清最后一

个探花的身份
。

当时有所谓四进士条屏
,

指最末

一次科考前四名之人 (亦即人们俗称的状元
、

榜

眼
、

探花
、

传肿 )的书迹
,

缺少一人
,

都非完璧
。

近

现代国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颇可玩味
:
一方面

人们将束缚人心
、

牢笼英才的恶名通通归因于

科举
,

并因《聊斋志异》
、

《儒林外史》
、

《孔乙己 》

这样深入人心的小说而对科举嗤之以鼻 ; 另一

方面
,

对于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成功者依然

是尊崇有加
,

说起某某是前清的秀才
、

举人
、

进

士同样欣羡不己
。

商衍囊生于清同治十三年 ( 1 87 4 )
,

先祖为

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武官
。

祖父精通医道
,

悬壶

济世
,

颇有声名
。

其父为秀才
,

累应乡试不第
,

遂

绝意仕进
,

授徒业医为生
。

商衍婆 17 岁进学
,

21

岁中举
。

1 904 年赴甲辰恩科 (因慈禧70 寿辰而增

开 )
,

中第一百二十九名贡士
,

紧接着应殿试
,

中

一甲第三名探花
。

190 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
,

是

科于是成为历行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的

最后一科
。

1 954 年
,

毫奎之年的商衍羹费时三年

余
,

撰成洋洋大观的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
。

20 世纪 5于一 80 年代
,

学界对科举制度大多比较

漠然
,

商著可谓此一时期的力作
。

近年
,

商氏后

裔又将此书与商氏其他有关著作核订校正
,

结

集为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 以下简

称商著 ) 一书出版
,

值此科举学正成为21 世纪


